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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

霍　 巍, 谌海霞

摘　 要:
 

近年来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但是, 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年代, 却一直没有定论。 对此, 以往常见 1931 年和 1929 年两说, 近年来

又有 1927 年的推论。 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 (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收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英文手稿, 同时结合既往的研究史, 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即广汉三星堆

月亮湾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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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 在 20 世纪以来因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而引起海内外高度

的关注。 但是, 这个著名的考古遗址是何时被发现的, 长期以来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按照许宏先生

在 《三星堆之惑》 一书中对此的梳理, “最流行的是 1929 年和 1931 年说, 此外还有 1927 年说, 一般

不为人提及。 关于首次发掘的时间, 也有 1932 年、 1933 年和 1934 年三种不同的说法”。① 近年来许

杰先生也曾在其研究论文中提到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的年代问题,② 引发了学术界的困惑与热烈讨

论。 本文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 (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收藏的档案资料, 结合既往的学术研究史,
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 几种不同说法的根据和可能的信息来源

(一) 1929 年说

在各种说法当中, 最为流行和最具权威性的说法, 似为 1929 年说。 1979 年 《四川大学学报》 和

《文物》 杂志几乎同时刊登了由冯汉骥、 童恩正先生署名的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一文, 其中

写道:
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 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929 年, 该地中兴乡 (现名

中兴公社) 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 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33 年冬,
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 解放以后, 四川的各考古机构亦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

调查, 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 ……关于 1929 年发现玉石器的实况, 据传当燕家挖

掘堰沟将文物暴露出来以后, 随即将其掩盖, 待夜深始将其搬运回家, 其数目不下三、 四百件,
其中有玉圭、 玉璋、 玉琮、 玉斧、 “石璧” 等。③

由于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先生都是西南考古的著名学者, 他们在文中所提出的 1929 年发现广汉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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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月亮湾遗址 (后来统称为广汉三星堆遗址) 的这一时间点, 自然很少有人置疑, 影响面最广, 持

续也最久远, 多年来似成定说。
据童恩正先生 1976 年 10 月 25 日给编辑同志的信中说: “这篇稿子是我根据冯汉骥老师 16 年前

记下的部分材料写成的, 写成以后, 冯老师即重病入院, 无法再审阅修改, 所以如有错误之处, 当由

我个人负责。”① 由此可见, 1929 年的提法是童恩正先生根据冯汉骥先生 1960 年的材料写成的。 至于

冯汉骥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基于何种信息来源, 在其文中没有具体透露。 但冯、 童二人当年曾带领四川

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和试掘, 据作者自述: “解放前后, 笔者曾数次

向燕家当时在场的人询问, 但由于事隔已久, 而且时值深夜, 人多手杂, 已不能道其详了。”② 由此

可知, 关于三星堆月亮湾玉石器坑发现于 1929 年的说法, 有可能系冯氏向燕家人询问而来, 只是由

于 “人多手杂”, 甚至人多口也杂, 多人转述之后, 已经难道其详。
(二) 1931 年说

1931 年说似最早见于华西协合大学副馆长林名均先生在 1942 年发表的 《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

其发掘》 一文。③ 60 年代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撰写的调查简报、 试掘报告都采用这一说

法。④ 此说也被三星堆遗址在 1986 年新发现两个祭祀坑时的发掘报告所采用: “1931 年, 遗址北部的

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 挖出玉石器 300 余件, 不久流散于世。 ……在月亮湾、
真武宫一带, 自 1931 年以来, 屡有零散或集中的玉石器出土。”⑤

首创 1931 年说的林名均先生在其 1942 年的文章中描述相关经过如下:
民国二十年春, 因溪底淤塞, 溉田不便, 燕氏乃将水车干, 施以淘浚, 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

圈数十, 大小不等, 叠置如笋, 横卧泥中 (此系事后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

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 据云燕氏以事关风水, 记忆甚确, 与葛氏报告中所言之排列方法不

同)。 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 乃待至深夜, 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 除获完整之石璧若干外, 复拾

得古代圭、 璧、 琮、 玉圈、 石珠各若干。 然颇不知重视, 夸示乡邻, 馈赠戚友, 璧及玉圈数十,
遂致分散无遗, 圭琮石珠等物, 亦大部散落损毁, 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 诚可惜也。 时英人董宜

笃牧师 (Rev.
 

V.
 

H.
 

Donnithore) 正布道于该县城内, 闻知其事, 以此有关历史文化之古物, 不

可任其散佚, 乃告于驻军旅长陶宗伯氏, 复函邀华西大学博物馆戴谦和教授 (Prof.
 

Daniel.
 

S.
 

Dye) 同往视察。⑥

民国二十年即 1931 年, 从文章中可知, 其信息来源并非本人调查所获, 而是由 “随戴谦和先生赴

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 。 因此许杰先生指出: “林氏本人在当年并未

介入此事, 但参与了 1934 年的发掘清理 (时任华西协大博物馆副馆长) 。 所述应来自晋氏的转告

和葛文的介绍。 但细究他的文字可知 1931 年说是不可能成立的。” 许杰还对此进一步推测道: “假

定燕家挖出玉石器是在 1931 年春, 而董氏听说此事是在该年初春, 那末两者相距时间必定很短,
因为挖出器物是在董氏获悉之前。 董氏和林氏都提到燕家把器物分赠各家, 林氏特别指出 ‘夸示

乡邻, 馈赠戚友, 璧及玉圈数十, 遂致分散无遗, 圭琮石珠等物, 亦大部散落损毁, 至不能集中

加以研究, 诚可惜也……’ ,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应该不可能达到分散无遗或大部散落损毁的状

态。 因此可以推断, 很可能林氏误读了董宜笃的原话, 将两事混为一谈, 结果把月亮湾玉石器发

现的年代误定为 1931 年。”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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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先生 (David
 

C.
 

Graham) 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

沟底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 发掘报告在当年发表。 报告首先转述董宜笃亲言其所了解的月亮

湾发现的经过:
那是在 1931 年初春, 我第一次听流言说是离此地不远曾挖出若干石牙璋和石璧。 听说是一

位农夫在挖一水洞时碰上若干件这些器物, 并一直在把它们送给妇女、 苦力和各种人……于是我

与陶上校 (现为将军) 说, 敦促他查询此事并尽力保存这些器物……他答应去查询, 如有可能,
并会带其中若干石器给我看。 几天后, 他又来访, 带来五件石器, 就是现在在博物馆的那五

件……我获准短期保存它们, 次日我搭乘公共汽车赴成都把它们交给戴谦和保管……之后于六

月, 我们去太平场对器物出土遗址进行考察、 照相。 团队由陶上校、 他的六名警卫兵、 戴先生、
我本人和大学博物馆摄影师晋先生组成。①

许杰先生认为: “这段文字很可能是 1931 年说的源头, 因为粗读董氏原文第一句话, 很容易理解

为董氏获悉此事与燕家挖出器物时间相隔不久。 但董氏所言其实只是明确指出他听说此事是在

1931 年初春, 并没有器物是在之前不久挖出的意思。” ② 许杰先生将上述文字理解为 1931 说的源

头有一定道理。 从葛维汉文中讲到的情况来看, 在 1931 年 6 月, 董宜笃和当地驻军的 “陶上校” ,
以及戴谦和、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的摄影师 “晋先生” 一行去广汉太平场对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里所说的太平场, 也就是其他文字中出现的广汉中兴场, 即今天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域内的月亮

湾玉石器坑所在地点。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最为主要的说法, 即 1929 年和 1931 年, 其信息的来源大多为他人转述而来,

这当中涉及的华西协合大学林名均、 戴谦和、 随戴谦和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 传教士董宜笃诸

人, 林名均的信息来源系转自他人之口, 并非亲闻燕氏家人所言, 所以其可信度最低; 而戴谦和、 董

宜笃、 葛维汉以及摄影师晋氏应是亲自到现场拜访过燕氏家人的, 他们证言的可信度应当最高。 那

么, 这些当事人又曾遗留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二、 关于 1927 年发现三星堆的有关信息

虽然在既往的著述中, 如同许宏所言, 1927 年发现三星堆遗址的说法一般很少有人提及, 但并

不等于这个说法毫无依据。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戴谦和先生留给我们的信息。
1931 年, 时任教于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率先发表了对月亮湾出土的玉石器的研究成

果。③ 戴氏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指出发现的年份, 但有如下的描述:
1931 年, 一位进步官员把若干石器带给汉州的董宜笃 [许注: 汉州即广汉, 董氏为一传教

士], 后者又把它们带给笔者。 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发现地点访问, 对发现器物作了照相、 研究

和测量。 该官员把那些器物呈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那是大约四年前, 一位进步农夫想放

入一架牛拉水车, 他在明代水沟下深挖到古代地层, 在此发现了大型砂岩石璧, 并有石质更为坚

硬的凿、 斧和牙璋……找到这些器物的农夫是一睿智异常的老绅士, 一位旧学的学者。 假如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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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一位人物, 那末这些器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任何教育机构。①

许杰据此认为: “戴文发表于 1931 年, 而据文中描述他又是在同年见到月亮湾出土器物并考查出土地

点。 那末文中指称的 ‘四年前’ 必定是 1927 年, 这是笔者所知月亮湾发现诸说中年份最早的。 戴文

是有关月亮湾发现的第一篇学术文章, 与发现的时间最接近, 戴氏的说法自然值得重视。”② 笔者赞

同许杰 1927 年的推论, 不仅仅是因为戴文是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月亮湾发掘的学术文章, 论文发表的

时间与发现月亮湾遗址的时间相距最近, 而且戴氏是亲自采访过燕家人士、 并最早获得可信程度最高

的信息者其中之一。
那么, 另一位极为重要的当事人、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 也是 1934 年广汉月亮湾遗址

首次考古发掘的主持者葛维汉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图 1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旧档中的葛维汉日记
 

《汉州发掘日

记》 正文页

经过多年来对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旧档

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我们从中发现了对于

解开三星堆最初考古发掘之谜极为重要的线

索———葛维汉当年所记的工作日记 《汉州发

掘日记》 (图 1、 图 2)。 葛维汉在日记中首先

记载了 1931 年英国传教士董宜笃闻讯前往广

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探寻出土情况的相关事宜:
1931 年春, 中国四川汉州 (即今广

汉) 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牧师听

闻在太平场附近发现玉璧和玉刀的消息。
他随后说服戴谦和教授和第二十八军的

陶将军与他一起去现场勘察并拍照, 晋

先生作为摄影师随行。③

从上述日记来看, 1931 年春, 董宜笃可能是

第一次听闻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的消

息, 从而亲自前往现场, 与他同行的有戴谦

和教授、 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以及摄影师晋

先生。 很清楚, 1931 年并非是燕家院子首次

发现三星堆器物的年代, 而是玉石器坑发现

之后消息首次被透露到外界并最早见诸记载

的年代。
葛维汉还记载了有关遗址发现的极其重

要的情况:
发现地点位于一座古老山丘顶部的

一条大型灌渠中, 该山丘较其周边平原

高 15 至 40 英尺不等。 该处以前亦为平

坦的低地, 历经 2000 年由灌渠从灌县带下的泥沙堆积, 逐渐变成了约 12 英尺高的山丘。
据燕道诚的次子所述, 他们大约是从 1927 年开始在灌渠底部发现石器的, 其后每年清理渠

底的淤泥时陆续都有发现。 这些石器起初被当成无用之物送人。 董宜笃先生劝说陶将军购买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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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 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 4
 

(1930-1931),
 

pp. 97-105. 译文参见许杰: 《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
器探析》, 《四川文物》 2006 年第 5 期。
许杰: 《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 《四川文物》 2006 年第 5 期。
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蒋庆华校译, 第 1 页, 档号 P5551,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下同, 不一一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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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玉刀和 1 块玉璧, 并将其赠给华西大学博物馆。①

通过这段日记可知, 当时是由燕氏家族中燕道诚的长子向董宜笃、 陶宗伯———后来也可能包括葛维汉

本人———介绍了当时发现石器的情况, 信息来源可靠, 可信度也最高。 按照燕道诚的长子的说法, 他

们最初是在 “1927 年前后在沟渠底部发现石器, 其后每年在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都会发现石器”。 如果

真实情况如其所述, 那么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就有可能并非是一次性发现的, 而是以 1927 年为起

点, 在 1931 年之前这几年间陆续都有过发现。 无论如何, 1927 年是月亮湾最早发现玉石器的年代,
董宜笃、 戴谦和以及葛维汉等人也都持此论, 因此应当值得肯定。

从葛维汉的日记中, 我们还了解到由他组织的对月亮湾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工作的若干重要情况。
例如, 他这样回忆了发掘工作的过程:

1933 年秋, 葛维汉致函董宜笃先生, 希望获得关于博物馆玉器的更多信息。 于是, 葛维汉

逐渐制定了一个计划, 欲前往汉州在发现玉器的地点进行发掘。
3 月 1 日, 葛维汉前往汉州, 为发掘工作做最后的安排。 在此之前, 业已获得四川省政府的

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首肯。 他惊奇地发现, 就在当天罗县令已经开始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

方进行挖掘了。 但罗县令很快命令他的手下停止了挖掘, 并承诺只要葛维汉愿意回来并接管发掘

工作, 他会耐心等待。
葛维汉先生的妻子当时正病重住院, 他不得不先对该遗址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免遭破坏。 当医

生保证葛维汉太太已脱离危险后, 葛维汉先生将两个孩子留在加拿大学校寄宿, 随后于 1934 年

3 月 5 日前往汉州, 并于次日 (星期二) 抵达现场。 当天下午就在地面立桩进行了打围。 接着测

量了每个立桩处的地面高度, 然后工作……②

在日记本的扉页中, 葛维汉还总结性地写道:
1934 年 3 月 6 日至 14 日, 在中国四川汉州附近的太平场, 华西协合大学考古艺术和民族学

博物馆进行了第四号发掘。 受汉州县令罗雨苍的诚挚邀请, 博物馆的馆长和副馆长按照科学方法

进行了此次发掘。③

图 2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旧档中的葛维汉日记
 

《汉州发掘日记》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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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第 1 页。
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第 3-4 页。
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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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葛维汉的工作日记, 我们可以将当时整个事件的过程做出一个简要的梳理:
(1) 1931 年, 董宜笃、 陶宗伯、 戴谦和等人已经获得了关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 (即本文所

称的月亮湾遗址) 发现玉石器的消息, 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 核查了事实。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是通过燕家人的口述得知, 1927 年, 他们在挖掘水渠时已经开始发现坑中的玉石器。

(2) 1932 年秋, 葛维汉受哈佛燕京学社委派来蓉履职, 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 在整

理藏品的过程中, 汉州太平场 (即广汉三星堆) 出土的古物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随即与当时在华

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牧师书信联系, 问其可否继续代为征集汉州古物, 后逐渐发展成为考古发掘

计划。①

(3) 1933 年 11 月 17 日, 董笃宜牧师致信葛维汉教授, 商讨农历新年之前要一起去汉州进行实

地考察。② 从葛氏日记记载可知, 他也曾亲临月亮湾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4) 1934 年 3 月 1 日, 广汉县时任国民政府县长罗雨苍曾 “抢先” 开始 “发掘”, 但被葛维汉

及时劝阻而停止。 3 月 6 日至 14 日, 葛维汉率队进入三星堆月亮湾遗址, 采用 “科学方法” 进行了

首次三星堆考古发掘。 3 月 19 日, 罗雨苍县长代表政府将全部发掘出土器物捐赠给华西协合大学博

物馆, 葛维汉代表学校接受捐赠, 并感谢县长和当地人民, 承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将为华西人民永

久保存这些古物而努力。③

三、 结　 论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
(1) 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 以现存于世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案为主要

依据和线索, 同时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工作, 可以确定为 1927 年。 既往研究中所提出的 1929 年、
1931 年等说法, 虽影响甚大、 流布甚广, 但因缺乏文献依据, 多系辗转传闻, 基于史实, 建议应予

修改, 今后统一采用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7 年之说。
(2) 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前辈学者葛维汉等人开始的三星堆考古科学发掘工作的确切年代,

应确定为 1934 年, 距今已将近 90 年。 如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 则 2024 年将迎来

三星堆考古 90 周年庆典, 这是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 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早期科学考古实

践之一, 并为随后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考古的发现取得了宝贵的早期经验, 积累了初步的科学研究

资料, 其首创性意义十分重大。
(3) 三星堆考古是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努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在我们纪念三星堆考古近一个世

纪以来伟大贡献之时, 应当加强三星堆考古若干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同时客观、 科学地

认识前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吸取其经验与教训, 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去擘划三星堆考古与古蜀文明研

究的宏伟蓝图。 这将为我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探寻中华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演进路

径,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提供更为坚实、 科学的资料, 从而更好地去

推进学术研究、 社会宣传、 文物利用等各方面的工作。

(责任编辑: 史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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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葛维汉于 1931—1932 年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进修文化人类学、 田野考古学。 1932 年秋, 他以学者
身份再次回到中国, 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 他希望在四川开展考古教学和田野考古工作, 三星堆月亮湾
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他所主持的多项考古工作之一。
《广汉传教士董宜笃给葛维汉的信》, 1933 年 11 月 17 日, 档号 2010-276,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
葛维汉: 《汉州发掘日记》,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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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New
 

Evidence
 

to
 

Date
 

the
 

Discovery
 

of
 

the
 

Sanxingdui
 

Site
 

to
 

1927
Huo

 

Wei,
 

Chen
 

Haixi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Sanxingdui
 

Site
 

in
 

Guanghan,
 

Sichuan,
 

with
 

its
 

great
 

number
 

of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f
 

archaeological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
 

exact
 

date
 

when
 

the
 

Sanxingdui
 

Site
 

was
 

discovered
 

has
 

remained
 

unsettled.
 

In
 

the
 

past,
 

there
 

were
 

two
 

views
 

on
 

this
 

matter:
 

one
 

setting
 

the
 

time
 

at
 

1929,
 

the
 

other
 

at
 

1931.
 

More
 

recently,
 

some
 

scholars
 

dated
 

the
 

discovery
 

to
 

1927.
The

 

1929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Tong
 

Enzheng
 

in
 

his
 

article
 

“Jade
 

Relics
 

Unearthed
 

in
 

Guanghan”
 

which
 

was
 

based
 

on
 

Feng
 

Hanji's
 

field
 

investigation
 

in
 

1960.
 

Feng
 

and
 

Tong
 

once
 

l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rchaeology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to
 

conduct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rial
 

excavations
 

at
 

the
 

Sanxingdui
 

Site,
 

and
 

they
 

also
 

interviewed
 

the
 

Yan
 

family
 

who
 

had
 

initially
 

discovered
 

those
 

jade
 

relics.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they
 

obtained
 

may
 

not
 

be
 

accurate.
The

 

1931
 

view
 

first
 

appeared
 

in
 

Lin
 

Mingjun's
 

1942
 

paper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Ancient
 

Relics
 

in
 

Guanghan”,
 

in
 

which
 

Lin
 

mistook
 

the
 

time
 

when
 

Dong
 

Yidu
 

learned
 

about
 

the
 

discovery
 

of
 

jade
 

utensils
 

in
 

Hanzhou,
 

mentioned
 

in
 

David
 

C.
 

Graham's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Hanzhou
 

Excavation
 

( 1934) ,
 

as
 

the
 

dat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ite.
Both

 

views
 

were
 

based
 

on
 

information
 

reported
 

by
 

others,
 

that
 

is,
 

indirect
 

information
 

whose
 

accuracy
 

could
 

not
 

be
 

confirmed.
In

 

2006,
 

Xu
 

Jie,
 

based
 

on
 

a
 

paper
 

published
 

by
 

Daniel
 

Sheets
 

Dye
 

in
 

1931,
 

dated
 

the
 

first
 

discovery
 

of
 

jade
 

relics
 

at
 

Sanxingdui
 

to
 

1927.
 

As
 

Dye
 

was
 

one
 

of
 

earliest
 

scholars
 

who
 

visited
 

the
 

site
 

and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there,
 

his
 

account
 

is
 

more
 

reliable,
 

although
 

he
 

only
 

mentioned
 

“four
 

years
 

ago”
 

( that
 

is,
 

four
 

years
 

before
 

1931)
 

instead
 

of
 

giving
 

an
 

exact
 

date.
 

Recently,
 

in
 

our
 

systemization
 

of
 

the
 

old
 

files
 

and
 

archives
 

at
 

Sichuan
 

University
 

Museum,
 

we
 

happened
 

to
 

find
 

the
 

English
 

manuscript
 

of
 

David
 

C.
 

Graham's
 

Diary
 

on
 

Excavation
 

in
 

Hanzhou.
 

Graham
 

presided
 

over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t
 

the
 

Sanxingdui
 

Site
 

in
 

1934,
 

and
 

his
 

diary
 

is
 

no
 

doubt
 

a
 

reliable
 

source.
 

Fortunately,
 

Graham
 

made
 

a
 

detailed
 

record
 

of
 

when
 

and
 

how
 

the
 

Sanxingdui
 

Site
 

was
 

first
 

discovered,
 

and
 

definitely
 

dated
 

the
 

time
 

of
 

its
 

discovery
 

to
 

1927.
 

Based
 

on
 

this
 

evidence,
 

we
 

are
 

now
 

sure
 

that
 

the
 

Sanxingdui
 

Site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1927.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Yueliangwan
 

in
 

Guanghan;
 

Archaeology
 

study
 

of
 

the
 

Shang-Zhou
 

Dynasties;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 Mea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Utopia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Zhang

 

Xingjiu

Summary:
 

Confucian
 

utopia
 

has
 

experienced
 

two
 

forms
 

of
 

evolution
 

from
 

“utopia
 

in
 

text”
 

to
 

“utopia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e
 

former,
 

conceived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s
 

a
 

utopia
 

that
 

offers
 

a
 

detailed
 

blueprint
 

design
 

for
 

an
 

ideal
 

society
 

in
 

which
 

there
 

is
 

a
 

holy
 

king
 

similar
 

to
 

the
 

messianic
 

type,
 

who
 

can
 

lead
 

mankind
 

to
 

achieve
 

the
 

most
 

perfect
 

rule.
 

There
 

is
 

no
 

Christian
 

“double
 

country”
 

gap
 

between
 

the
 

real
 

society
 

and
 

this
 

type
 

of
 

utopia,
 

so
 

it
 

is
 

a
 

blueprint-idolatry-like
 

utopia
 

similar
 

to
 

the
 

West.
 

The
 

latter
 

is
 

a
 

transcendental
 

utopia
 

that
 

has
 

been
 

gradually
 

washed
 

away
 

from
 

empirical
 

content
 

in
 

various
 

historical
 

contexts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the
 

holy
 

king
 

was
 

so
 

perfect
 

that
 

no
 

monarch
 

in
 

reality
 

could
 

match
 

it,
 

the
 

history
 

aft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eyes
 

of
 

the
 

later
 

Confucianists,
 

was
 

actually
 

an
 

era
 

“without
 

the
 

holy
 

king
 

at
 

work”.
 

The
 

Confucian
 

conception
 

of
 

social
 

system,
 

such
 

as
 

the
 

well-field
 

system
 

and
 

the
 

system
 

of
 

enfeoffment,
 

was
 

not
 

practical,
 

and
 

coupl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some
 

ideas
 

of
 

Confucianism
 

itself
 

etc. ,
 

the
 

Confucian
 

utopia,
 

of
 

holy-king
 

worship
 

and
 

the
 

social
 

blueprint
 

planning,
 

was
 

gradually
 

weakened
 

and
 

abstracted
 

into
 

a
 

Bloch-like
 

transcendent
 

utopian
 

spirit
 

that
 

expresses
 

the
 

“not
 

yet”
 

state,
 

such
 

as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justice
 

and
 

benevolence,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so
 

on.
 

The
 

abstract
 

and
 

transcendental
 

transform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Confucian
 

utopia
 

on
 

the
 

one
 

hand
 

dissipated
 

the
 

feasibility
 

of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realistic
 

social
 

movement
 

and
 

weakened
 

the
 

impulse
 

to
 

pursue
 

radical
 

social
 

reform,
 

and,
 

on
 

the
 

other
 

hand,
 

built
 

a
 

681


